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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of Chinese Culture External Communication(2000-2015)” (project No.: 16BXW037), 

Annual Projec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Fund of Liaoning Provincial Education Department in 

2020(Basic Research), “ Material Turn and Mobility: Research on New Content, Paradigm and 

Dimension of Communication Development” and 2020 Annual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Project 

of Liaoning University, " A Study on the Hundred-year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terial Turn of Communication".

“重新定义传播”是英国媒介和文化研究代表人物戴维·莫利（David 

Morley）在《传播与流动：移民、手机与集装箱》（Communications and Mobility: 

The Migrant, the Mobile Phone, and the Container Box）一书1中的理论探索，旨在超

越“媒体中心主义”2研究范式——专注于信息传播的符号、制度和技术维度的中介

形式，把传播等同于象征性或修辞性的交流——进入到交通（运输）以及传播地理

学研究领域。这一观点，使交通工具及其基础设施这些在“以媒体为中心”的传播

研究范式下不被关注的部分显现出来，还将“流动性”这一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引入

传播研究中，激发出传播学在跨学科研究中的潜力。特别是后疫情时代的到来，也

使得流动性问题成为多学科关注的重点。莫利此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电视、家庭、

受众以及媒介技术等方面，这次将研究转入到交通运输物质基础设施以及流动性方

面，注重虚实空间的连通性，是其对传播“媒体中心主义”研究范式局限的反思，

也是其自身理论研究的重要延展。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在探索传播研究新的范式和理论。2014年，《新闻记者》

专门策划了“名师指津：学科篇”专题，张涛甫、杜骏飞、吴飞、孙玮、黄旦等学

者对传播研究的问题、理论、范式等展开讨论，这也是国内学者对传播学科发展

的一次深刻自省。还有一些学者通过借鉴和反思国外最新研究成果，对传播的物

质性、媒介化转向、具身传播等问题，从概念、路径、理论演化、方法等方面展

开研究，着力开拓传播研究新的可能性（刘海龙，束开荣，2019；刘海龙，2020；

章戈浩，张磊，2019；吕清远，2018；戴宇辰，2018，2020；丁方舟，2019；王琛

元，2019）。这些讨论也提示一个重要问题，即以媒体为中心的传播研究范式在一

定程度上制约了传播学科的想象力，窄化了学科研究的疆界，并导致了一定程度

的内卷化（involution）。在这一点上，中外学者存在一定的共识。国外研究者对

莫利的探索有一些反馈，但国内近几年关于莫利的研究只是零星地出现在传播地理

学（袁艳，2019；李淼，魏文秀，2019）以及其他的译介中（王鑫，2020），并散

见于对传播物质性的思考中（戴宇辰，2020）。作为一次传播研究议程扩展的重要

理论努力，莫利提出的“重新定义传播”并没有被有效地释读和廓清。本文旨在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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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莫利“重新定义传播”的理论内涵和研究面向，即重返传播研究的物质向度以及

运用社会学“流动性”的研究范式，扩展传播研究议程，恢复传播物质性与符号性

的连接，为当代传播理论提供历史基础。为了避免“入乎其内”，而不能“出乎其

外”，故将莫利的理论置于与北美和欧陆理论家思想的互文中，梳理“重新定义传

播”两个研究面向——物质性和流动性的理论渊薮，并从历时性角度呈现莫利提出

“重新定义传播”的演进脉络；在共时性角度上阐明莫利重返传播研究物质基础的

内容和意义，“流动性”范式在传播研究中的实践应用以及与传播接合之后对传播

研究领域的拓展。莫利通过重返传播的物质基础以及对流动性的考察，修正了其此

前关于虚拟空间的思考，也重新给予实体空间在传播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对空间

的考察也不再是此前单一的实体空间或者虚拟空间，而是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的连

通和接合，旨在恢复符号与物质之间的“离散”关系。

一、“重新定义传播”——基于传播概念的历史和逻辑
莫利在《传播与流动：移民、手机和集装箱》一书开宗明义，“我的雄心就是

重新定义媒介和传播研究的相关议程，特别是对传播定义的（再）扩展，以便能把

（正如历史上曾经包括的一样）物的流动、交通运输以及地理等内容涵盖进来。”

（Morley，2017：1）莫利在这里提出的重新定义传播，准确地说，是对传播定义

和研究议程的扩展。莫利在“扩展”前面加了一个“再”<（re）expand>，这一值

得注意的细节隐含了他对该问题的基本判断：物的流动、交通运输以及地理（空

间）等内容原本就是“传播”概念的意涵之一，考察传播物质维度和流动性问题，

并不是新发现，而是将被遮蔽的“传播”的另外之意显现出来。莫利为什么要重新

定义传播？我们可以通过对传播概念的“物质性”意涵进行历史和逻辑的考察，进

一步厘清莫利“重新定义传播”的意图和意义。

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3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以牛津词典作为词源考古的重要

依据，认为 “在道路、运河与铁路蓬勃发展的时期里，communications通常是一个

普遍的抽象名词，代表这些通讯设施”（威廉斯，2005：73-74）。莫利说，他家

那本老旧的牛津字典中对传播（communication）的解释是“[名词]告知（特别是新

闻）；提供的信息；交往；普通的门、两地之间的通道、公路、铁路或者电报”

（《简明现代牛津词典》，1964）（Morley，2017：1）。这个解释包括了新闻、

信息、沟通以及交通等内容，也就是说传播概念兼有人际交流、符号信息传递、物

质基础设施等多重之意。在西方传播学发展的脉络中，传播与交通的同源显然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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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性的重要表征。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在《传播学简史》（Histoire 

des Theories De La Communication）中也有所提及——19世纪，基本的通信技术系

统和自由贸易原则已经初现雏形，传播作为人类社会整合因素的概念业已浮现；同

时，劳动分工和运输渠道（河流、海运和陆路运输）被视为财富和发展的同义词

（马特拉，马特拉，2008：1-2）。马特拉注意到19世纪与传播有关的两个重要方

面：通讯技术系统和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认为，

无论是信息的传递，还是把货物或者人运送到目的地，都属于传播的“传递观”范

畴，“我所谓的传播的传递观或运输观，是因为它的中心术语的界定与19世纪人们

使用传‘传播’和另一个词‘运输’有共通之处；这也与19世纪人们使用通讯和运

输在更广的空间和更多的人口中扩大影响力、控制力和权力的愿望密切相关。”

（Carey，2009：33）尽管在凯瑞这里，“传递观”并不是他要论及的重点，主要

是用来区分传播的“仪式观”，但是他也承认，传播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面向，即传

播与运输等物质内容有关。约翰·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在《对空言说》

（Speaking into the Air：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一书中认为传播具

有“多义性”（比如有告知、分享、传授、链接、迁移、发射、传输、交换、符号

互动等意义）（彼得斯，2017：10-15），虽然他从人类状况的宏阔视野上理解传

播，并从哲学上思考传播的主体间性的问题，但也认为“物质性迁移”仍旧是传

播（communication）的主要之意。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等学者在《关键概

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Key Concepts 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Studies）

中对“传播”的解释4，忽略了此前“传播”的物质维度，一方面强调“以媒体为中

心”，另一方面强调意义传播和交互的过程；前者与威廉斯将20世纪的传播理解为

大众媒介相一致 （费斯克，2004：45-46），后者偏重于信息符号交互和象征意义

的研究，又与凯瑞的理解异曲同工。而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等学者

对传播研究的学科化建制和研究疆域的厘定，也将传播研究的内容和领域集中在符

号信息传播方面，并侧重效果研究，加速了传播研究符号与物质之间的“离散”。

随着大众传播的发展，符号化的信息传播逐渐主导了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的内容。

这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传播研究对交通运输及其物质基础设施的关注，也忽视了对

由此带来的社会多维流动性（人、资本、物）的考察。

通过简要回溯“传播”关键词的演进脉络可知，交通运输和物的流动作为传播

的基础之意，却在概念的流转中，或是作为其他传播观念的参照，或是隐匿于传播

研究的主流观念之下。莫利重新定义传播，是在被忽略的交通运输及其基础设施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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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路径上探寻传播研究的更多可能性。这个古老的概念，不仅包括象征符号领域，

也包括交通领域的研究，其范围不仅包括信息传播的工具，还包括当时的物质运输

基础设施（Morley，2017：21）。物质基础设施，诸如航道、运河、铁路等交通运

输系统的研究并没有引起当代媒介和传播学者重视，莫利重新定义传播的目的之一

就是想恢复这种关联，而不是把交通及其基础设施等问题抛给地理学或者交通学研

究，失去传播学的立场和维度。毕竟交通运输工具及其基础设施除了功能性作用，

也有结构性作用，比如集装箱的发明对全球化问题促进——“集装箱是多式联运系

统的关键，是全球经济赖以生存的分散生产链的物质基础，它可以允许材料在全球

范围内无缝运输”（Morley，2017：119）。从隐喻的角度看，电视与汽车之间的

关系与早期电报和铁路系统之间的共生关系一致。“我主张恢复对传播更宽泛的理

解，而不是对它当代意义过程和表现的简化。”（Morley，2017：27）显然，将传

播研究的问题和对象置于更广泛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中尤为重要，也有

益于建立物质传播与符号传播之间的关联。

莫利在重新定义传播的同时，也对传播学研究近年来集中在“以媒体为中心”

的研究范式提出了批评，认为这种研究范式“简单地把传播等同于象征性或修辞性

的交流，它是基于这样一种本体论假设，即传播主要是一个涉及无形的非物质过

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对传播的狭隘定义完全遵循狄德罗在话语层面上提出的

用‘修辞’进行交流的科学方法。”（Morley，2017：26）传播学研究如果只关注

最新的媒介技术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新”的变革，不能超越信息传播符号研究以

及“效果导向”，很可能会导致对不明显、旧的移动（流动）所涉及传播问题的忽

视甚至视而不见。莫利从研究受众、电视和电子空间等问题转向对传播物质基础的

考察，既是他对当下传播研究现状的反思，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其以往学术研究的

超越。当今世界并不只是由新信息技术制造的“印象全球化”，还因为交通设施和

通讯基础设施的差别被分割为各个具体的“地方”；新技术迭代迅速，但更古老的

技术仍在继续主导着我们的生活，不过对技术的描述基本上是不平衡的，因为人

们更关注发明而不是使用，然而更重要的是技术如何被使用，由谁使用（Morley，

2017：7）。这就将传播与技术、阶层、权力、地域等问题再次连接起来。

重新定义传播之后，传播可能会被分为两个方向。

一方面，将带领我们通往人际和社会进程中的传播——“使事物更普遍

化”的象征性过程。这是我们在媒介和传播研究中通过修辞学、社区研究和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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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研究等工作更深层次的发现。另一方面，传播学将带领我们走向传递与流动

方向，也就是在地理学和经济科学不同领域所研究的更加物质化的“传播”

（Morley，2017：178）。

通过跨学科研究，传播在象征领域依然会有作为，而流动性问题以及传播研究

的“物质化”向度，可在未来研究中释放更多的活力。莫利虽然批判了“媒体中心

主义”，但是并没有矫枉过正，他在传播的空间性和流动性的考量中，坚持语境化

思考，强调了传播物质性和符号性之间的互动和连通。

二、物的维度：传播研究议程扩展中对传统的重返与超越
“传播”关键词演进的历史和逻辑显示传播研究的物质维度应该重新得到关注

和重视。莫利重新定义传播及其研究议程，主要关涉三个方面：第一，物的流动。

重点在“物”，更在“流动性”，即除了物，也包括人、资本、信息、病毒的流动

等；第二，交通运输。重点不只是交通工具，也包括与之发生关系的各种交通基础

设施；第三，地理。重点在于物质地理和虚拟地理之间的共生模式和相互连接，也

即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接合的问题。可见，莫利关于“物的维度”的理解，既有交

通工具及其基础设施，也关涉到流动性和虚实空间接合的问题，意在将物质和符号

关联起来，这也成为莫利传播研究议程扩展的重要面向。克劳斯·布鲁恩·延森

（Klaus Bruhn Jensen）认为媒介的物质载体，包括人的身体、经典的大众媒介以及

数字化的传播信息技术，即身体、技术和元技术（延森，2014：67-73）。这三个

维度包含具身传播、经典的符号信息传播技术以及数字信息和传播技术，相比而

言，莫利的“物质维度”则更具有基础性的意义。莫利说，“我的观点可能在最近

被称为‘物质转向’的传播研究背景下被有效地阅读。”（Morley，2017：8）为

了更清晰的把握莫利从“物质”角度重新定义传播的思想系谱，需要把莫利的研究

嵌入传播思想史以及与当下不同理论家思想的交光互影中解读。

传播研究物质传统，既有来自北美的，以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Adams 

Innis）和凯瑞为代表；也有来自欧洲的，涉及卡尔·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伊夫·德拉海耶（Yves de la 

Haye）以及马特拉等人。从莫利的研究旨趣以及构成逻辑上看，他对伊尼斯、凯瑞

以及马特拉的追随更为明显。伊尼斯的传播观和方法论影响了莫利，促使其考察通

讯设施和运输技术如何促使权力远距离发挥作用。众所周知，伊尼斯在研究贸易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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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皮货贸易）史中萌生了研究传播时间和空间问题的想法，后来他在研究帝国统

治和治理过程中发现，偏重于时间的媒介和偏重于空间的媒介影响了帝国不同的统

治类型。伊尼斯没能在去世之前完成关于纸浆工业贸易历史的研究，不过他的思想

一以贯之，伊尼斯的研究“既是地理学，也是传播学，或者可以被视作早期‘传播

地理学’”（袁艳，2019）。在莫利的《传播与流动：移民、手机和集装箱》中，

虽然只是零星地提及了伊尼斯，不过从莫利的教育背景以及后来的研究旨趣上看
5，其与伊尼斯有诸多相似之处：对领土和空间问题的研究热情以及“基于历史的传

播理论”，注重传播研究的历史的、经验的、阐释的和批判的研究模式，以及把传

播定位在地理学、历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领域的交会点上（凯瑞，2019：131-

135）。伊尼斯的传播思想和观念显然成为莫利重新定义传播、关注传播“物的维

度”的重要理论来源。凯瑞也非常推崇伊尼斯，在《空间、时间与传播手段——献

给哈罗德·伊尼斯》（凯瑞，2019：137）一文中，他介绍了19世纪中期的纽约已

经控制了内地的贸易与传播线路，包括航运、运河以及其他水路、高速公路和各种

铁路枢纽系统，迄今依然如此。这些交通运输的基础设施将地域、领土、空间、权

力等问题纠葛在一起，并与“发展”和“进步”这样的社会信仰缠绕在一起。在这

一点上，莫利受到凯瑞的启发，并再次与伊尼斯之间呈现出思想上的承续。

而在传播研究物质转向这个问题上，莫利深受马特拉的影响。马特拉认为传

播的最初理论来自于人种学家和地理学家，交通和传播在历史发展的某个时期并没

有被截然二分。当时的“社会有机体”的思想非常流行，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也进一步解释了传播作为有机系统的观点，即由“道路”“运河”和“铁

路”构成的配送系统，确保“营养物质”的分配。信息（新闻报道、请愿、社会调

查）和其他传播手段，如邮政服务、电报和新闻机构，就是负责调节的神经系统，

它们管理着中枢系统和外部设备的复杂关系（马特拉，马特拉，2008：3-4）。交

通和信息传播是构成有机体的血管和神经，对社会有机体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特

别是马特拉将传播作为物质要素，促进人、货物和文化的流通的思考，成为莫利

从物质性和流动性两个面向重新定义传播的理论渊源。法国学者雷吉斯·德布雷

（Régis Debray）也强调物质基础设施对文化传播和扩散的意义，“如罗马的帝国

港口和道路之于基督教、港口和航海之于文艺复兴、欧洲的公路和江河之于宗教

改革、路桥工程之于启蒙思想在法国乃至欧洲的扩散，等等。”（德布雷，2014：

275）事实上，莫利也在寻求这种联结。不仅如此，德布雷认为媒介学还有“联接

传递革命史和运输革命史”这个任务没有完成，要考虑“电报和铁路之间、电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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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之间、广播和飞机之间、电视和空间火箭之间”的连带性以及“发送和运输的

期限如何同时改变了人类的想象空间和真实空间、幻象空间和实际空间”（德布

雷，2014：273）。在这一点上，他们都赋予了“运输”重要的意义，莫利偏重于

交通基础设施等物质基础的研究，而德布雷在他的媒介域的概念中包含了特定时间

和特定地点上“运输”这个词的所有词义的累积效应（德布雷，2014：9）。笔者

曾询问莫利是否受到德布雷的影响，莫利认为在运输领域，他和德布雷的兴趣存在

着较大的重叠，但是他对法国哲学过于注重传播研究的“一般理论”和“哲理”不

太认同，他更倾向在具体的语境中考察交通工具和物质基础设施与传播之间的关

系。虽然这是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在媒介和传播研究方面的差异，但也显

现出当前媒介和传播研究在国际范围内的重要转向，即超越媒体中心主义进入到更

深广和开阔的历史、哲学、社会、文化以及美学视野中，并在跨国研究、文化地理

以及交通研究领域内相互促进。美国学者保罗·亚当斯（Paul C. Adams）在《传播

地理学：跨越学科的桥梁》一文中非常认同莫利的研究，“媒介与传播研究也有声

音呼吁发展‘唯物主义的、非媒介中心的媒介研究’。通过与交通和移动性研究，

以及和其他探讨信息社会不可避免的物质基础的研究领域建立更紧密的联系，这种

观念将不断扩大‘传播’概念的意涵。”（亚当斯，杨森，2019）另一位美国学者

丽莎·帕克斯（Lisa Parks）认为，媒体和传播研究者已经开始探索移动通信的社会

文化和经济关系，但很少有人考虑其基础设施的复杂物质性（Parks & Starosielski，

2015：3）。她开始着手研究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如卫星、网线、电线杆和无人

机）及其文化、政治和人道主义影响。帕克斯的研究涉及信息流动背后的物质和非

物质力量，以及媒体、技术和地缘政治之间的多层关系。这与莫利的研究旨趣相

近，注重传播、运输与地缘政治方面的联系。

莫利恢复传播研究的物质传统，重新发现传播与交通之间同源性的价值，有

助于解决传播研究符号性和物质性之间的“离散”关系，弥合传播物质性和符号性

的分裂。凯瑞曾把电报的出现视为“传播的一个分水岭”（凯瑞，2019：180），

但是人们好像忽略了凯瑞的提醒：电报改变了，但没有替代自然地理所形成的连接

方式，也就是由河流、脚步、马道以及后来的公路和运河所形成的自然地理连接方

式（凯瑞，2019：157）。虽然凯瑞也意识到电报与传播的自然地理和交通运输等

物质方式是共生的，但是他仍偏重传播的仪式观，因此在物质传播与符号传播的结

合上，并没有走得更远。莫利从凯瑞那里获得灵感，强调传播研究物质维度的同

时，并没有忽略符号传播的重要性，当今世界的传播体系是在两者之间重叠共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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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中构成，虚拟空间和实体空间共同组成了新的地理和政治竞争的场域，正如马

特拉所言，“将传播视为社交空间生产中符号和物质技术的编排和组合过程，类似

于乐队演奏，建构（和抑制）不同的话语模式，以及促进人、商品和文化的流通和

互动过程。”（Morley，2017：28）传播的物质要素与符号信息共同组成了一个类

似于“交响乐”演奏的整体，是传播研究不可分割的部分。莫利举了一个例子，英

国广播公司（BBC）将一个全球定位发射器设备绑在集装箱上，随着集装箱在世界

范围内“旅行”，观众可以即时收看视频传输的内容。一个在全球旅行的“箱子”

让人们对传播有了新的理解：传播不只是信息的传递、符号的交流，还是促使这些

传输得以发生的物质基础，比如公路、铁路以及航运等。它在不同的国家、地区停

留，被不同的人装卸，运输不同的商品，以及由于经济萧索，而不得不被弃置。这

个“平庸”的箱子讲出了很多故事，这些故事隐秘的发生，被人们忽略，但是它又

提供了一个理解传播和运输关系的契机。这种方法也符合阿克里奇（Akrich）和布

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物质符号学”的提议，即意义是如何在原始的、

非文本、非语言中被建立（阿克里奇，拉图尔：1992）。信息的符号传播与物的流

动，以及其他各种内容的流动，构成了传播的多重景观。传播研究的物质转向，并

不是简单地否定或者排斥符号传播，而是研究在共生模式之下，这些物质基础和符

号信息是如何共同建设了全球化和地方性。帕克斯也认为，“对基础设施的关注凸

显了媒体分布的独特物质性——资源、技术、劳动力，以及在全球、国家和地方

范围内塑造、激励和维持视听信号通讯分布所需的关系。”（Parks & Starosielski，

2015：5）关注传播的物质维度，并且与象征符号之间构成联动关系，才有可能进

入到传播研究更宏阔的视野中来。重新发现传播物质基础的意义，对很多传播问题

的考量就会增加历史性和语境性的内容。布莱恩·拉金（Brian Lakin）在城市基础

设施理论框架内对尼日利亚北部关于电子媒体的引进和政治辩论作了细致的阐述，

作为“创造制度化结构的技术和文化系统的总和”（拉金，2008：6），他把城市

化、城市社会化和媒体发展的过程，与媒体实践与媒体的物质、逻辑和制度条件联

系起来。这也启发莫利在反思“无地方性”的新型赛博格世界的时候，更加关注物

质地理环境，“即赛博网络越来越明显地利用基于地理位置的连接和参与者的实际

身份（而非假扮的身份）”（莫利，2020）。那种认为互联网建构的虚拟世界可以

超越实体空间的想法，受到质疑，人们也越来越关注虚拟和物质实体相结合的方

式。一方面，这是对过于追求新技术导致的传播研究的窄化和“内卷”的一种克

服；另一方面，重返研究的物质传统，也有利于恢复当代传播理论的历史基础。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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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研究追逐不断变化的新媒介时，更需要有历史的观照：

一旦我们以这种在历史和地理维度上更微妙的方式看待问题，就会发

现，不是从一个传播‘时代’突然走向另一个传播的‘时代’，而是新旧符

号和物质传播技术之间存在着许多连续性、重叠性和共生模式。在多重形式的

虚拟和实际联系不断变化的格局中，来自先前历史时代的旧幽灵仍然在赛博空

间的小路上游荡，甚至最新技术的有效性依旧可以说最终取决于物质基础设施

（莫利，2020）。

除了传播学自身发展的局限，现代性的诸多变革也是促使莫利重返传播研究的

物质向度的原因。技术前所未有的发展，特别是新媒体影响甚至决定我们的生活，

让人们相信这个时代是被技术决定的。但是，莫利的英国经验主义文化研究的传统

和态度使他坚持在特定的环境、文化、政治、经济的背景下去思考技术的问题。也

就是说，这个世界被分割成不同的“地方”，存在许多被遮蔽的人的生存形态和方

式，一定程度上与整体判断存在巨大差异，这些方面不能被忽视。而“语境主义”

研究中所体现出的客观和谦逊也正在于此。所以，莫利进一步在一个“加速的历

史”过程中告诫人们：不能只是把目光投向技术发展的未来，同时也要关注一些仍

旧发生作用的旧的基础设施。新旧技术共存的模式提示符号与传播物质之间连通的

可能性和必要性。而若要恢复符号和物质之间的联系，莫利认为，就应该包括运输

和其他流动的物质形式，关注“流动性”的潜力，从而指向“非媒体中心”的传播

研究方向。

三、流动性：传播研究范式转换与问题延展
莫利重新定义传播议程，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引入“流动性”这一研究范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传播的理解，就包括了商品、人、信息和资本的流动。马特拉

（2015：xiv）也认为传播涵盖了“财产、人员和信息的诸多交换和流动回路”。莫

利引入“流动性”研究范式，与其重返传播研究的物质基础有关，旨在从流动性历

史演化的角度重新定义传播。流动性问题长期以来属于交通运输领域研究的范畴，

后来其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性不断提高，汇集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流

动性转向’正在向社会科学蔓延和转变，超越了交通运输研究和社会研究之间的二

分法，将社会关系纳入运输过程，并将不同形式的交通运输与通过远距离通信进行

的复杂的社会经验模式联系起来。”（Sheller & Urry，2006：208）2005年左右，英

书评



169

国际新闻界  2020.09

国交通部委托兰卡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约翰·厄里（John Urry）等学者撰写《社会

网络与未来流动》（Social Networks and Future Mobilities）报告。厄里教授在《新流

动范式》中，不仅解释了何为流动性问题，也为该问题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方法。厄

里还主编了《流动》（Mobilities）一刊，为学者讨论提供平台。社会学领域对“流

动性”问题的考察，主要包括人员、资本、商品、技术、媒体和意识形态的流动。

这里的“流动性”，被视为当代社会的组成形式，也成为当今社会具有本体意义的

内容。“新流动范式”是以某种处于支配地位的移动系统去定义社会，“移动系统

涉及到‘不同的流通方式和不同形式的流动资本’，并在不同的空间范围、沿着结

构化路线在时空中分配人、活动、物体和信息（例如，小径、人行道、自行车道、

铁路、电话线路、道路、林荫大道、计算机网络，以及机场）”（Morley，2017：

66），确立这些流动性得以发生的网络是重要的。莫利关注流动性问题，与其重返

传播研究的物质维度以及将虚拟和实体空间接合有关，三者之间也构成逻辑上的关

联，特别是“交通运输和通信之间的趋同性越来越强，‘流动性’已经成为交通运

输的要求和特点”（Morley，2017：66）。从莫利对流动性的分析来看：一方面，

他从交通地理学和社会学的视域下考察流动性，其基本的解释框架、研究内容和范

式深受厄里以及其他英国社会学家关于“流动性”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莫利的

意图是想超越社会科学传统的“流动”视角(通常限于某一民族国家的领土)，提供

一种交通和流动的方法，以便更好地处理社会文化和政治层面，而不仅仅是经济功

能性的问题（Morley，2017：9）。因此，他从阶层、权力、等级等问题出发审视

“流动性现象”，这也使他的阐释呈现出文化研究的气质和立场。

厄里把流动性作为新的研究范式的论述，以及英国社会学界和地理学界关于

“流动性转向”（Mobilities turn）的讨论为莫利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厄

里把流动性的问题扩大到与移动和旅行有关的诸多方面，并归纳出五重内容6。从

这些内容来看，流动性不仅包括实体空间中人和物的流动，也包括虚拟空间中的

信息流动以及想象性内容的流动，强调对人与物体的物理运动研究必须辅之以对

想象、虚拟、通信和旅行的研究。马特拉在《全球传播的起源》（L'invention de la 

communication）中对物质的流动性演化为传播的社会性的研究影响了莫利，使他

在人的流动（移民）、物的流动（集装箱）和信息流（手机）方面得以拓展，进一

步思考地缘政治以及全球化问题。莫利也是从这几个方面进入“流动性”实践问题

的考察：第一，交通工具的移动以及货物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可以说，迄今为止

最便宜的远距离运输方式是集装箱或船运，这些不易察觉的物质基础设施构成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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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重要的组成部分。集装箱在流动的过程中“使世界制造系统成为可能”，并且

在它们的装卸过程中，再次证明了“标准化”对于全球一体化建设的重要意义。不

仅如此，莫利还将运输中集装箱化的技术讨论置于更广阔的传播理论框架中，并将

集装箱化和数字化作为两种不同的技术标准化模式进行类比研究（Morley，2017：

199）。当然，随着集装箱流动的不只是货物，还有病毒。随着疫情引发的危机，

流动的风险性也被关注，很多国家将海外的生产链逐渐转移到本土。一旦这只流动

的“箱子”停下来，那么全球化的世界会不会就此被“锁住”，这也是后疫情时代

值得关注的问题；第二，考察人的流动性（移民、旅行、偷渡及其他）问题。对人

的流动性的考察，一方面破除了“电子邮件和航空旅行构成了全球运动的整体”

（Sekula，1995：50-51）的幻想，另一方面摆脱了流动即是浪漫主义“游牧式”的

旅行印象，这里不仅伴随着大量非法移民的困顿与生死，并且各种“坏东西”（病

毒或者武器等）也随着流动性增加为世界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显然，在人的流动

过程中，要充分考察资本、数据、交通工具如何构成了一个联动的系统，成为移民

线路上的助力或者阻力。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项飙关于东北跨国劳工移民的流动性

问题的研究，就包括跨国流动的“基础设施”、流动中的等级、权力关系和跨国监

管等方面，这与莫利的研究异曲同工。这也提示传播学研究与人类学研究基于“流

动性”范式在更多问题上有了接合的可能；第三，手机是“流动现代性的象征”，

成为虚拟空间和实体空间接合交互的神奇“物件”。它不仅使得符号信息、身体、

交通运输等问题因流动接合在一起，同时也是恢复符号与物质之关联的重要确证。

莫利曾经讲过“手机的故事”（莫利，2010：222-223），但是将手机和移民连接

在一起，却是他此前“故事”中未曾提及的。手机不仅是他们在长距离移民过程中

信息获取的方式，还是“他们获得‘可接触性/连通性’资产的唯一途径”，物质

运输和通信手段在身体移动过程中相互作用和持续有效（Morley，2017：199）。

简而言之，莫利对流动性（移动性）的研究，除了关注身体、物体等可见流动，还

关注相关的机构和基础设施框架是如何在不易察觉的情况下促进、引导和调节这些

流动的发生，为传播在“非媒体中心”的研究上提供更多的路径。

流动性作为一个范畴，涉及到联系（各种关系的缔结）、距离（空间和位置）

以及运动（流动过程中伴随性）。“流动性不仅仅是把人和商品从A地运到B地。

事实上，流动性被看作是提供工作场所和便利设施的一种手段，还被更广泛地看作

是现代社会的构成框架。”（Shaw & Hesse，2010：306）这也是流动性成为传播

学与交通地理学共同关注的原因。汽车、火车和飞机这些交通工具与各种通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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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将人的社交网络从区域性扩大到全球范围，帮助人们建立了不同的联系。但

是，在这其中，究竟什么样的物质设施框架引导和调节了它们之间的流动实际上更

值得关注，而这恰恰是容易被传播学界忽略的内容。

流动性也与权力结构以及等级制度相关。莫利在思考流动性问题时秉持他一

贯的批判立场，流动性与权力和社会排斥等因素密切相联。具体来说，不仅是物

的流动，而是在发生流动的过程中，什么决定了这种流动，流动的过程中出现了什

么问题，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如果圣保罗的中产阶级越来越多地搭乘直升机

频繁地往返于他们公寓楼顶的停机坪，他们的佣人们则需要每天花费4-5小时乘坐

公交车往返于他们居住的贫民窟（Cwerner，2006；Scudamore，2010）”（莫利，

2020），交通工具决定了速度、联系和进入的可能，也通过时间（速度和等待）制

造了新的社会区分。人们对时间和速度的理解不仅依赖媒介，事实上更离不开具

体的生命经验建构起来的时空观念，而这些并不为大多数的传播学者重视。比如，

不同的人进入一个国家边界的方式不同，也会受到不同的待遇：一个驾驶名牌汽车

身着考究的人戴着太阳镜从车窗里递出文件，而另一个乘坐破旧的汽车的人，却被

边检人员把他们的旅行箱翻个底朝天。可见，在跨国流动中，按照交通工具等级体

系进行的划分依然发生作用，社会排斥也成为各种流动性发生的障碍。在繁忙与闲

暇、行进和等待中人们已被划分进不同的社会阶层，因此，莫利关心的是：谁可以

通过什么形式获得象征性或者现实性的移动和交流。全球化促进了人的流动性，不

仅是地理上的也是国籍上的，不仅包括富裕地区的旅行者和移民人口，也包括难民

和偷渡客。这个中心议题让人们回到一些非常现实的问题，包括哪些人有车，哪

些人可以同时拥有互联网和实在的交通工具？莫利提出的问题也在朱莉安·海因

（Julian Hine）那里得到回应，“流动性与交通不利条件之间的联系是深刻的，对

塑造个人和社区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影响。使用交通工具的不同（交通不便）也与

社会排斥和获得商品和服务的难度有关。交通便利与贫困、可持续发展、社区再生

具有强大的协同作用。”（Hine，2011：21）因此，厘清流动的不同形式、速度和

方式是非常重要的，使用不同的交通工具以及对“时间”不同的处理方式，都成为

社会区分的一个表征。

莫利关注“流动性”新范式，考察社区、位置以及流动性等概念，是基于历

史和语境化的前提，旨在超越游牧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对立。现代社会是围绕着人、

信息、以及物体的移动而组织起来的，而不是被静态的关系、结构和制度组织起来

的。传播作为一个和人类伴生的古老过程，显然有更复杂、更丰富的内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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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中的‘物质性’和‘移动性’之间是否存在（或者应该存在）一种新的关系？

我们的‘认知’模式是如何被我们想要研究的‘移动’过程所改变的？”（Sheller 

& Urry，2006：212）这些问题也给传播研究者更多可延展的方面。从费尔南·布

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文明史纲》（Histoire Et Civilizations）的叙述中可以

看出，无论是从时间维度还是从空间维度，人类文明的接续和发展，都伴随着巨大

的流动性，这里包括人的大规模流动（迁移或者战争）、贸易往来、宗教传播以及

各种交通工具和运输系统的发展。“没有一个文明能够不流动地生存”，无论是大

河文明还是海洋文明。如果从传播的角度来解释的话，其共性都是和水运有关，这

也是流动性发生的物质基础。不过，虽然“交通地理学家可能认为流动性过于文化

化，而研究流动性的学者有时认为交通地理学过于传统”（Shaw & Hesse，2010：

307），但随着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的传播，一方面是超级流动性带来了新

的困境，比如集装箱的流动带来的“坏”的方面引发了对全球供应链的悲观预期；

另一方面，也需要重新思考封闭和稳定性带来的另一种选择。这需要来自交通地理

学、传播学以及社会学等多元化的视角。

四、结语
莫利通过“重新定义传播”，引发了对传播研究议程和传播范式的思考，也

意在重返当代传播理论的历史基础，其价值在于将被遮蔽的与传播相关的内容再次

呈现在人们面前。正如莫利所言，如果我们采取以媒体为中心的方法，而不是将通

讯技术置于更广泛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之中，特别是与运输问题相关的

背景之中，就不可能理解通讯技术的全部意义。这是近年来传播研究物质转向思考

中的重要进路之一。欧洲大陆的一些理论家也探讨传播研究的物质性问题，比如弗

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A. Kittler）探讨物质技术媒介，诸如留声机、电影、

打印机的发展历程对人类思维方式产生的影响，反思媒体技术与人类的关系，这是

不同于莫利的另一条路径。“流动性”也成为分析传播学研究议题的重要范式，这

一范式接合传播研究很多重要的问题，比如交通工具及其基础设施、物的流动、人

的流动，甚至是病毒的流动等，对全球化以及地缘政治等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考。将

传播研究领域定义为各种物质和非物质形式的有组织的运动和行动已经成为较多学

者的共识，一些学者研究地铁等交通基础设施、城市物流等问题，显示出基础理论

研究转向对学科研究的影响，比如，刘海龙教授关于病毒传播学的诠释框架，将病

毒等物质性的传播纳入普遍意义上的传播进行了思考，为如何从物质性的角度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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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研究提供了范例（刘海龙，2020）。莫利曾在新兴的互联网技术条件下，反思

信息空间和文化认同，并从后现代地理学的视角审视物理地理边界以及各种移民社

区问题，如今再谈及空间问题，已经与二十年前有很大的不同。莫利修正了此前的

观点，重新对实体空间的价值予以重视，“新兴的批判性研究认为，赛博空间本身

具有完全可识别的地理形态，其中的路线和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复制了早期通讯方式

的结构和模式（Dodge & Kithin，2001；Crampton，2003；Zook，2005）。”（莫

利，2020），移动的各种形式成为把这些虚实空间连接在一起的“粘合剂”。

作为英国乃至世界媒介和传播领域的著名学者，莫利的研究也对整个传播研

究的转向有重要的影响，特别是英国媒介和传播研究的经验主义传统和批判性的立

场，以及面对具体传播研究对象的历史维度和语境主义特色。莫利将媒介研究、科

学技术的研究、交通研究、社会学以及文化地理学所涉及的流动、领土和运输等问

题结合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把传播研究带入更开放、更有生命力的与多学科交

叉研究的视域之内。但是，莫利并不否定信息符号研究，他试图超越媒体中心主义

研究范式，也意在关注这些物质基础设施如何隐秘地影响和构建了社会互动方式以

及权力关系。在与北美和欧洲传播理论家思想的交光互影中，莫利等学者的探究

也逐渐扩展为世界范围内传播研究新的发展趋势，为传播研究议程提供更多可能

性——传播研究不再局限于符号和信息论，传播学研究方法论也将得到更新，有助

于形成传播学研究的新局面。

（责任编辑：吴欣慰）

注释 [Notes]

1. 《传播与流动：移民、手机与集装箱》一书是戴维·莫利2017年出版的新作，目前没有

中译本。该书主要研究21世纪流动性、领土、传播和交通运输等问题，在新移动性和当

代地理学视域下重新构架了媒介和传播的关键概念，并研究了移民、手机和集装箱作为

这个时代三个标志性的案例，促使媒体和传播领域的学者可以回到更广泛的传播概念。

2. 本文将Mediacentrism 译为“媒体中心主义”而不是“媒介中心主义”，是因为这里

media尤其是指运用大众媒体进行的符号信息传播，比如广播、电视、报纸也包括互联网

等。同时，特别是德布雷等学者对于媒介的定义，其内涵超越大众媒介中的“媒介”意

义。因此，本文使用了“媒体中心主义”而不是目前被使用较多的“媒介中心主义”。

3. 雷蒙·威廉斯认为，15世纪以来，communications有了现代的普遍意涵；从17世纪起，

有一个重要的引申意涵“传播媒介、通讯工具”；在道路、运河与铁路蓬勃发展时期，

communications是一个抽象名词，代表通讯设施；进入20世纪，随着传递讯息与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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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联系的工具不断发展，也可用来指涉媒介（media）；现在通称的communication 

industry 和transport industry是有区别的，前者是指报纸、广播里的资讯观念；transport，

是指载运人与货物的交通工具。详见雷蒙·威廉斯（2005）。《关键词》（刘建基

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73-74页。

4. 在约翰·菲斯克那里，传播的定义大致有两种，“第一种定义是将传播视为一个过程，

并产生效果；第二种定义将传播看作是意义的协商和交换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讯

息、文化中人以及‘真实’之间发生互动，从而使意义得以形成或使理解得以完成，涉

及文本、解读者的符号和符码，以及解读者的文化与社会经验等。第一种是拉斯韦尔式

的，第二种是结构主义。”详见约翰·费斯克等（2004）。《关键概念》（李彬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第45-46页。

5. 莫利在高中时期主修经济学，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书时主修社会学。

6. 这五重内容分别是，第一，人们为工作、休闲、家庭生活、娱乐、迁徙和逃避而进行的

实际旅行；第二，交付给生产者、消费者和零售商的物品的实际移动；第三，通过在

文本、电视、电脑屏幕和电影中看到的图像和记忆，在别处进行富有想象力的旅行；第

四，网上虚拟旅游；第五，通过信件、明信片、生日贺卡、圣诞贺卡、电报、电话、传

真、电子邮件、即时消息、视频会议和“视频网络”等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旅行。

详见Jonas Larsen, John Urry, Kay Axhausen (2006). Mobilities, Networks and Geographies. 

Hampshire: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p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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